
村庄的未来
*

———来自田野的观察和思考

卢晖临

内容提要 从人口、就业和经济的角度看，村庄、乡土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作为现
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会不会步欧美后尘，走一条乡村消失的现代化之路? 本文基于对东中西部三个村

庄的田野调查，描述和刻画了“空心村”“家属区”和“产业村”这三种变化中的村庄类型，并就乡土与中国社会
转型的关系做出了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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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的

高速增长，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2011 年，城镇人
口比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 51． 27%，之后，继续保持
每年一个点的增长速度，截至 2017 年达到 58． 52%。就
人口而言，中国已经彻底走出了“乡土中国”的时代。
城镇化水平节节攀升的另一面，是村庄数量的大幅

减少。在人口迁移、拆村并点、征地等多种因素的作用
下，中国的自然村数量从 1990 年的 420 万个减少到 2013
年的 280 万个，23 年间至少有 140 万个自然村消失，减幅
高达三分之一。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占 GDP的比重逐年下降，
从 1978 年的 28． 2%，到 2014 年进入到 10%以下的时代。
对于广大农民而言，打工等非农就业获取的收入在其家

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高。
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早已勾画了一条乡土沉沦、城市崛

起的现代化路径，欧美的现代化实践更是成为现代化理论

的现实注脚。在欧美，现代化几乎等同于城市化，随着人口
向城市的转移，社会意义上的乡村走向消失。在今天的欧

美，有发达的现代农业，但已不存在共同体意义上的乡居生

活。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和追求，

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一目标。从人
口、就业和经济的角度看，村庄、乡土在今天的中国似乎
正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

国会不会步欧美后尘，走一条乡村消失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是否应该走这条路? 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对中国

历史、社会和文化特点的认识，涉及对中国现实资源的盘
点，涉及对政策的评估和选择。
在国务院参事室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自

2015 年成立课题组，选择东中西部的三个村庄开展跟踪
观察研究，迄今已持续四年。四年来，我们以村庄作为基
地，跟随村民们的轨迹，观察思考他们的生活，也观察思

考村庄的未来。

空心村

河东村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的一个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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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由东庄湾、刘家塬、张家湾等五个自然村组成，位于中
国著名的西海固贫困地区。人口 2289 人，耕地 10399 亩，
人均耕地 4． 5 亩。这里土地贫瘠，干旱缺水，农田产量长
期维持在较低水平。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这片土地上
仍然有着今天难以想象的贫困。村民们大多居住在箍窑
和土坯房中，饥饿是几乎每一个家庭都面临的威胁。
改革开放激发了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加上新品种新

技术的推广，河东村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增长，饥饿问题

逐渐得到解决。但是，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及城乡差
距的再次扩大，河东村一带的农民在生存压力之下开始

外出务工，河东距固原市区 18 公里，交通便利，村民进城
打工成本相对较低，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河东人就在固
原市区的建筑工地上做工，但规模相对较小，大规模的打

工潮形成迟至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在政府组织的劳务输
出帮助下，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得以远距离流动，进入东部

地区打工。近年来，随着固原市区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发
展，就业机会不断增多，很多跨省打工的河东人陆续回到

固原市区打工。今天，河东村青壮年人口大多常年在外
务工，2016 年的问卷调查表明，80 后和 90 后的青年绝大
部分都不在村庄，其中 80 后男青年和 90 后女青年常年在
村的比例更是低至一成( 详见表 1) 。
表 1 不同年龄段本村出生人口( 排除外嫁女)

目前居住本村的比例

( 单位: % )

出生本村的人 珠岙男 珠岙女 店集男 店集女 河东男 河东女

新中国成立前生 97． 3 98． 0 86． 8 88． 0 77． 3 76． 3

50 后 97． 8 100． 0 80． 8 94． 7 96． 2 96． 8

60 后 89． 7 86． 2 57． 1 81． 0 82． 1 71． 0

70 后 69． 8 64． 3 54． 5 55． 0 48． 6 61． 1

80 后 67． 5 78． 9 35． 0 44． 2 12． 1 29． 4

90 后 66． 7 75． 0 22． 9 40． 0 25． 0 13． 9

00 后 73． 7 82． 4 76． 6 83． 8 45． 8 35． 7

10 后 70． 6 75． 0 70． 6 82． 1 38． 1 28． 6

河东村民不仅外出务工比例高，而且实现城市定居

的比例也很高。以其中一个自然村东庄湾村为例，目前，
151 户在籍村民中，有 51 户已在城镇购置房产，约占总户
数的 33%，其中在固原市区买房的有 45 户。由于村庄在
水电基础设施和家庭生活设施上与固原市区的巨大落

差②，离开村庄、安家市区成为外出务工改善了经济条件
的青壮年村民的首选。这一人口迁移趋势一旦形成就变
得难以逆转。进城安家最初是少数有条件家庭的选择，
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中，他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标杆效

果，更多的家庭努力创造条件，追随着进城。随着进城家

庭形成规模，那些本来无意也没有能力追随的家庭，尤其

是那些有着学龄孩子的家庭，也不得不被动地进城。河
东小学在周边地区曾经非常有名，在一批负责任有水平

的教师带领下，20 世纪 70 － 80 年代为村里的孩子们提供
了一点也不亚于城市的小学教育，从这里走出来的学生

们，不少顺利进入重点中学，最后考上名牌大学。东庄湾
一个自然村，1983 就有 6 人考上大学，1987 年 5 人考上大
学。河东小学规模最大时学生超过 300 人，但是随着学龄
儿童跟随家长进城，小学规模不断萎缩，教育部门的投入

也不断相应减少，与市区小学教育质量的差距也不断拉

大。到 2017 年，河东小学只剩下 7 个学生，学校的裁撤已
经提上日程。为了不在起跑线上耽误子女，但凡有一点
能力的家长，都选择在市区租房安家。

从人口、就业和经济的角度看，今天的河东村是彻底
“空心化”了，青壮年离土离乡，村庄成为中老年人留守的
空间，成为媒体热议的典型的“空心村”。
“空心村”的意义何在? 是否只是对于留守的中老年
人才有价值? 是否会随着人口的新陈代谢而逐渐走向消

亡? 我们以东庄湾吴秀福一家为例来展开具体的讨论。
吴秀福 1945 年与钱金花成婚建立家庭，育有 3 子 2 女，我
们权且将他称作第一代。吴秀福已去世，妻子钱金花健
在，今年 90 岁。第二代的三兄弟婚配组建自己的家庭，各
育有 3 个儿子。第三代的九个堂兄弟均已成家。如今，第
四代也开始成长。吴家总共 41 位在世的家庭成员中，4

个女子外嫁，其余 37 人，目前常年居住在村庄的只有第一
代的钱金花和第二代的 3 个儿子 /儿媳家庭( 20 世纪 40 －
50 年代人) ，共 7 人。第三代( 20 世纪 70 － 80 年代人) 的
9 个堂兄弟，2 个通过读大学脱离农门，分别在宁夏大武口
和深圳建立家庭。其余 7 个均在原州城区打工经商，并在
那里安家生活，其中 3 个家庭已经在原州买房，其余 4 个
家庭目前是租房居住。对于吴家的第三代、第四代来说，

生活的重心已经从村庄转移到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将来也不大可能再回到河东村生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

河东村仍然是他们( 尤其是第三代) 的“中心”。他们每年
都会回到村庄看望奶奶( 对于第四代来说是曾祖母) 和父

母( 对于第四代来说是祖父母) ，他们会在村里过年吃团

圆饭，会在清明节给祖父( 对于第四代来说是曾祖父) 上

坟。住在县城的第三代不会漏掉村庄里亲戚邻居的任何
红白喜事，工作忙时人来不了，“人情”也一定要送到。吴
家不过是河东村众多普通家庭的一个缩影，对于河东村

来说，正是像吴家第三代、第四代这样的“不在场”村民造
成了它的“空心化”。然而，这些离散的“不在场”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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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通过代际关系、人情和社会交往的纽带，实现了一种特
殊形式的“在场”。

吴家全家福( 包括女儿女婿家庭)

空心村平日里安静冷清，缺乏生机，一副衰败的景

象，但是，只要你有机会在清明、春节等重要节庆的日子
走进村庄，就会看到那迥异于平日的景象，你会马上意识

到在“空心化”表象的背后，因血缘和地缘联系而结成的
社会团结从来就没有真正走远。2017 年暑期，我们在河
东调研，恰巧碰到刘家塬自然村的一位老人过世，丧事按

照当地习俗举办，停馆三天，前来吃酒的有三四百人。这
是一家在当地再普通不过的农户，谈不上有多高地位多

大影响力，这些平日里看不到仿佛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前来吊丧的人，大多是从村庄走出去散布于或邻近或遥

远城市的村民。
2017 年暑假，我们在张家湾自然村发现一座新落成
的“文化大院”，起初我们以为是政府的项目工程，后来了
解到是这个自然村村民自己集资兴建。倡议和组织者主
要来自在外地工作的村民，他们中有的早已定居城市，有

的还在城市打拼。张家湾主要是张姓人口，上一个清明
节，他们像往常一样回村为自己逝去的亲人上坟，有人提

出常年在外联系少，建一座房子供大家清明过年回村聚

会用，也为年轻的下一代提供更多接触的机会。这个提
议得到大家的支持，之后大家通过微信群展开更多的讨

论，确定方案，集资十余万，很快完成了工程，虽然起名为

“文化大院”，不过是为了呼应政府的项目，方便通过审
批，村民们打算在新落成大院里安放祖先牌位，将其建设

成为家族聚会的空间。
在我们调查的三个村庄中，河东村是一个最晚形成

的移民村，社会团结的基础相对薄弱，离土离乡大潮曾经

削弱了本来就不紧密的社会团结，然而离土进城人员与

村庄的联系从未彻底隔断，城市空间中尴尬的位置所催

生的缺失感反过来又凸显出乡土的社会意义，凸显出乡

土的“根”的意义。这些从乡土流失的人口，虽然很多人
不会再回到村庄工作和生活，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维系

着与“根”的联系，不懈地进行着固本培根的努力。
像河东村一样的“空心村”，会有怎样的未来呢? 时

间和代际因素会不会逐渐削弱甚至斩断流失人口与故土

的联系? 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吴家第三代这些出生于 20
世纪 70 － 80 年代的进城村民来说，血缘、地缘、亲缘，加上
曾经的村庄生活经历，都使得他们与乡土的联系不会轻

易松解，即便他们稳定地在城市定居，在未来三四十年，

乃至终其一生，他们都是有根的城市人。但是，对于吴家
第四代来说，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们即将陆续步入成
家的年龄，但他们大概率不会参加村庄的人情往来，他们

没有村庄生活的经历，与村庄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父母，循

着家庭亲情这条线索而展开的。吃团圆饭、扫墓、寒暑假下
乡看长辈走亲戚，是第四代与故乡发生联系的主要形式。
相比于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城市，故乡有新鲜的一面，也有很

多难以适应的地方，吴家第三代的几个堂兄弟向我们抱怨

孩子有时不情愿回老家，“上不惯旱厕，睡不惯土炕”。

吴家家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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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荣( 吴老大) 家谱图

吴兴明( 吴老二) 家谱图

吴兴全( 吴老三) 家谱图

“空心村”的未来还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预见，

如果保持目前的状况，30 － 40 年之后，随着代际更替，很

多“空心村”会逐渐萎缩，最终走向消亡。但是，政策的因

素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也可能会延缓这一进程，甚至可

能开创出“空心村”新生的机会。

要想延缓“空心村”衰败的进程，第一要务是扶助生

产，巩固小农经济基础。留守在河东村的很多中老年人，

只要还有劳动能力，就可以靠着土地种植，兼带小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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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蓄养，维持温饱以上的生活水平，同时也维持小农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譬如东庄湾的钱大爷，60 出头，两口子
种着二十多亩地的玉米，养两头牛，正常年景每年可以有

三万元的收入。随着年龄增长，像钱大爷这样的老人劳动
能力会逐渐下降，但只要针对小农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

配套，他们可以维持很长的劳动周期。第二要务是改善生
活设施和村庄环境，为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同

时也缩小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为年轻一代亲近乡土消除障

碍。第三要务是社区公共活动的兴办。我们很难让河东
村这样的村子赶得上城市的收入水平，也很难很快就赶得

上下文要讨论的东部的珠岙村，我们能做的是让老人在这

里可以找到意义，有玩的、有乐的，激发出社区的活力。

以上三个方面做得好，乡村就成为留守农民的家园，

并成为进城失败家庭可以退守的根据地③，令人担忧的是

乡村成为弃地的威胁无时不在。其一是大规模的土地流
转。实际上，在这三个村庄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苗头。

在河东村及其周边地区，外来资本建立了大规模的蔬菜基

地，所种植的产品销往广东、香港等地，但所使用的劳动力
来自贵州和边远地区。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但如果这
个趋势持续下去，像钱大爷这样的村民最后就失去了土地。

另外一点是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河东村这样的村庄某种
意义上不是求大、求快速发展，而是让一些人有生计、活得
有意义。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去评估实际的需求，预估
未来人口的需求，如果过度投入就会造成浪费。同时也要
与生产的需求配合。河东村的老人很多从事自然农业，农
场加上养殖业形成循环农业，如果某些基础设施的兴建使

得村民没有办法养牲畜，结果可能就会打破这种循环。

家属区

店集是安徽凤台县的一个行政村，由 7 个自然村组
成。位于淮河支流西淝河河畔，距离凤台县城将近 40 公
里，进城交通不便，当地人自嘲为凤台的“西伯利亚”。店
集人口 3457 人，耕地 5078 亩，人均耕地 1． 5 亩。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店集村的外出务工潮就已经形成，大批
青年赴上海、温州等东部沿海地区打工，目前，常年在外打
工人数接近一千人，其中 21 － 50 岁的青壮年人口占到
85%。通过打工，很多店集人大幅度改善了经济状况，但
是他们并没有像河东村人一样将在县城定居作为首选，他

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将家安在店集。村庄与县城的距离，

打工潮形成的早晚，村庄自身的历史与团结程度，所有这

些因素都影响了村民的选择。但是最关键的因素是，店集
早在县城商品房市场成熟之前就已经规划建造了新村，为

村民提供了一个在村庄居住但人居环境和住家品质并不

劣于县城的可能性。从 2005 年底开始，时任村支书牵头
规划建造店集新村，到 2008 年已经完成最初的两期小区
建设，这些小区由一栋栋二层小楼构成，每栋小楼建筑面

积 180 － 200 平方米，售价 5． 4 万 － 6． 6 万。截至目前，新
村建设已成规模，占地 265 亩，建成 685 栋住宅小楼，全部
售出，现已入住 500 多户。从 2007 到 2018 年 12 年间，地
方政府通过新农村和美好乡村等项目支持新村基础设施

建设，总计投入 1599 万元，新村实现了道路硬化，安装了
太阳能路灯，户户通上了自来水。新村后几期的房屋价格
因为成本的上涨而有所提高，按照不同的户型，价格在 10

万到 20 万之间，但始终在村民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对于大量外出打工的青壮年来说，店集在很大程度扮

演着“家属区”的角色。最典型的方式是青壮年父母在外
打工，将子女留在村庄，由祖辈抚养，完成小学教育。正是
因为这种典型方式，店集小学一直维持着较大的规模，教

育部门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店集的教育投入。店集小学占
地规模 3375 平方米，有 36 间教室，各种设施齐全，2015 年
有 13 名教师，在校学生数 313 人。反过来，这样一所小学
的存在，对于青壮年农民做出在村庄安家的选择也会产生

重要的影响。不同的家庭，会根据自己不同的经济状况和
家庭情况，做出其他不同的安排。在店集人家庭生命周期
的不同阶段，村庄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发生微妙的变

化。
2004 年，46 岁的苏德厚和妻子带着二儿一女来到上
海，那一年大儿子 20 岁，二儿子 18 岁，小女儿 17 岁。之
后的 13 年中，一家 5 口稳定地在上海打工。这期间，两个
儿子先后结婚，一大家人在上海城乡接合部一栋楼里租住

了几间房，老大住在三层，老二住在二层，苏德厚夫妇和女

儿住在地下室。2011、2012 年，大儿子的两个女儿出生，
2014 年二儿子的儿子出生。三个孩子和两个儿媳一直在
工厂里做工，苏德厚在工地上做些零工，苏妻一直在家，做

饭洗衣带孙儿。对于一个外部的观察者而言，这 13 年间，

苏德厚一家在上海挣钱，在上海生活，这里似乎是他们“实
际的家”; 店集老家有他们的土地和老房子，但整个家庭成
员都到了上海，土地转给村邻耕种，老房子平时闲置，只是

在过年时偶尔迎来主人，如果说他们的家在店集，那也似

乎只是一个“虚空的家”。然而，对于苏德厚和他的家庭
成员来说，上海的家可能从未那么实际，店集的家也可能

从未那么虚空。其实早在 2006 年，当店集新村刚刚开始
建设的时候，苏德厚就叮嘱村支书给他留一套房子，当年

回家过年时就带回几万元办妥了购房手续，这套房子是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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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尚未结婚的小儿子准备的。过了两年，在上海打工有
了更多存款之后，苏德厚又在店集新村订购了一套房子，

算是为已经成家数年的大儿子准备的。这两套房子买下
后没有装修，一直放在那里，一家人偶尔回家过年还是挤

在老房子里住。这两套房子是闲置的现房，却也是苏德厚
一家人的“期房”———期待返乡的房子。2017 年 7 月，苏
德厚大儿媳辞掉上海工厂的工作，带着 6 岁和 5 岁的两个
女儿回到店集，装修闲置十年的新房，在接下来 6 － 7 年里
她将在这里陪伴女儿完成小学学习。同年 9 月，身体出了
问题的苏德厚夫妇带着孙子也回到店集，养病的同时开始

装修小儿子的新房子，年近 60 的夫妇俩不打算再出远门，

琢磨着来年在村里的农贸市场做牛肉汤卖。随着苏德厚
家庭生命周期的进展，“虚空的家”开始接受人财物的充
实，逐渐恢复其活力。苏德厚两儿子在上海的打工仍然会
持续，他们在那个大都市里所做的全部努力，不过是为了

让店集的家更为丰厚殷实。

目前店集新村 500 多户村民，总人口达到两千人左
右，从人口规模、规划、建筑、设施和发挥的功能来看，实际
上它已经是一个小集镇了。在西方历史经验中，非农就业
就意味着城市居住，店集案例实际上为中国的城镇化提供

了一种选择。我们需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但这毕竟需要
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受城市吸纳能力和财政
能力限制，仅仅将现有的两亿多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就需要

一个很长的过程，店集这样的小集镇通过自己的努力提供

了一个将外出非农就业和就地集中居住结合在一起的选

择，店集案例也让我们看到，以集镇为基地，半工半农乃至

完全非农这样一种生计和就地城镇化结合的可能性。

那么，对于店集来说，它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笔者

认为是如何做到“安居乐业”。第一，对于这样一个事实
上的小集镇，如何健全集镇功能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是非常急迫的任务。农民在盖房子和村庄布局方面
有经验，但在如何建设一个“集镇居住点”方面，无论能力
还是经验，都是不足的。比如下水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

有些不是单个村庄可以解决的，由于不能及时转运垃圾，

清洁人员有时将垃圾倾倒在旧村的池塘，污染了水质，也

污染了环境。第二，对于这样一个“家属区”，子女教育是
外出家长最重要的关切。在今天村小普遍萎缩甚至消失
的大背景下，店集小学固然属于乡村教育中的佼佼者，但

与城镇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如何让优秀的教师能够在
农村小学长期任教，如何让农村小学为农村学生提供不亚

于城镇的教育，是关系到店集这样的小集镇能否长久生存

甚至发展的关键。店集有一个硬件条件不错的小学，如果

在师资等软件方面有更好的配置，缩小与县城学校之间的

差距，那么这些新型农民、留守农民、半工半农的和完全非
农化的农民，就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这样集镇型的村

庄里安家。

产业村

珠岙村是浙江永嘉县的一个行政村，距离瓯北镇 3 公
里，距温州市区 15 公里。人口 1710 人，耕地 618 亩，人均
不到 4 分地。在改革开放之前，珠岙村和其他两个村庄一
样以农业为主业，不过，即使是在严格的人民公社时期，这

里仍有一些不甘束缚于土地而顽强地游走各方的手工匠

人和货担郎。等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 1981 年) ，

更多珠岙人立即加入为乡办企业、村办企业跑销售的队伍
中，他们在各地推销产品的过程中了解到各种市场信息，

率先开始了产业探索。从 1980 年中后期开始，珠岙逐渐
发展了童装产业和阀门产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以生产和

销售童装为主的产业村，有 400 多家童装小企业和作坊，

吸引了将近一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珠岙本地人早已
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耕地由外来人口承包耕种。珠岙人要
么自己办厂，要么从事童装产业链的相关工作，要么将房

子出租用作厂房或外来人口住房，经营和出租收入让绝大

部分珠岙人的生活达到小康和富裕水平。由于村庄里有
产业，村民可以不用外出就解决生计问题，他们中的大多

数选择居住在村庄里。但是，由于村庄里密布着大量工厂
和大量外来人口，村庄的环境压力加大，居住品质受到一

定影响，一些中青年人从更好的居住环境角度考虑，或者

从子女教育角度考虑，搬迁到镇里和温州市区居住。

童装产业替代农业成为珠岙村的支柱产业，也成为珠

岙人的新的谋生方式。珠岙村不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

珠岙村也不复有职业意义上的农民，但是，珠岙村在漫长

的农耕时代形成的那些传统风俗和节庆活动，却在一个彻

底非农化的基础上复兴。这个在建筑景观上迥异于一般
村庄的产业村，在社会关系形态上却更接近村庄的真谛。
头家是珠岙村传统风俗和节庆活动的组织者，负责每

年的划龙灯、做戏、拜忏和作福。珠岙村以村中的小溪为
界分为前片和后片，前片和后片各有 6 个村民小组。每年
每个小组出 2 个人当头家，总共 24 个头家，构成头家组
织，24 个头家会推选出一个对于风俗传统较为了解、肯干
事又不太忙的人做头家头。小组内头家的产生是通过每
家每户的轮流，理论上，每个成年男性在其一生中都有出

任至少一次头家的机会。头家组织负责每次活动的筹划、
筹款和具体实施，头家要带头捐款，带头出力，担任头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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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利益而是在为村庄共同体做出贡献，这一点在村庄

内部获得高度的共识。每一任的头家，都希望自己任期内
的活动丰富成功，能够得到村民的认可和好评。

2016 年正月初六，我们有幸观摩了珠岙村盛大的迎
佛巡游活动。珠岙村迎佛巡游有数百年的历史，一般在正
月举行，每五年举办一次，将村庙里的两位菩萨( 陈十四娘

娘和卢氏元君) 迎接出来，按照一定的线路在附近村庄巡

游。这项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断，二十多年前恢
复重办，2016 年这次是第五次，大家反映，这是近年来最
盛大的一次迎佛活动。巡游于正月初六凌晨从珠岙村庙
出发，珠岙村男女老少几乎全部参与，村民可以在迎佛中

扮演一些指定的角色，如元帅、包公、大将，每个角色有相
应的出资标准，譬如扮演元帅出资 10800 元，据说这些角
色非常抢手，预定晚了就没有机会，只能在方阵里跟着走。
整个巡游方阵绵延数公里，一共巡游了 35 个村庄，回到珠
岙村已经是 6 号深夜。
除了传统的风俗和节庆活动，珠岙村以文化礼堂为中

心举办的现代文化娱乐活动也丰富多彩。2017 年，文化
礼堂共举办了五十多场活动( 表 2 ) ，形式和内容各有不
同，有些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有些是配合环保等行政工

作，但是，我们通过对他们日常排练的观察，发现村民们对

于这些活动的具体内容其实并不是很在意，他们真正在意

的，是这些活动为他们提供了在一起谈笑说唱的机会。
表 2 2017 年珠岙村文化礼堂活动举办情况

主题 活动

舞蹈
中年人排舞大赛、乡村爵士乐排舞比赛、
农民文化节排舞比赛

合唱
文化礼堂合唱比赛永嘉赛区、歌唱新生
活、喜迎十九大合唱比赛、“我们的村歌
我来唱”温州市村歌合唱展演

礼仪( 评选、礼仪培训)

十星文明户评选、2017 年度文体之星颁
奖、珠岙村最美少年评选、重阳敬老礼、日
常礼仪培训、文明礼仪培训、中华传统礼
仪表演

星期天礼堂日( 知识普
及、宣传讲座、亲子活动、
公益课堂)

民俗礼仪、知识讲座、乒乓球友谊赛、幼儿
园亲子军训活动、星期天小学生文化实践
活动、星期天移风易俗宣传进讲堂、星期
天公益排舞进讲堂

四千结对、新青年下乡

瓯江学院宣传五水共治、温州市委统战部
签订共育目标书、北大新青年与珠岙村民
手拉手活动、“四千结对送安全，万家灯
火同守护”

村晚( “我们的”系列) 一年一度“我们的村晚”( 2016 年开始) ，
产出“品牌舞蹈”

微课堂( 教育)
朗诵课堂、舞蹈课堂、音乐课堂( 制定年
度学习计划和课程表，推荐优秀学员上村
晚)

新珠岙人

2017 年度最美新珠岙人评选、篮球邀请
赛、新居民局送新衣活动、文化能人希帆
多次参与活动、村民与新珠岙人齐跳《舞
动中国》、流动青年集体生日会

总结与讨论

费孝通在他的小城镇研究中，基于他对苏南模式的观

察，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领域转移方式的设想，那

就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就地城镇化的“离土不离乡”

模式。④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乡镇企业的衰落，这一设想
未能成为中国大多数地区的现实。
改革开放 40 年中，“离土”是本文描述的三个村庄共

同经历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这三个村庄和土地的关系
和费孝通《乡土中国》所描述的情形并无二致，农民“从土
地里讨生活”，农业是农民的最主要生计。“离土”是农民
摆脱和土地的结合，转而与工业、服务业结合的过程，这一
通常被称作“工业化”的过程在欧美导致了“农民的终
结”⑤，进而导致了“村庄的终结”。但是在中国，“离土”

的后果可能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我们在三村同样看到了

可以称得上“农民的终结”的后果: 珠岙村已经没有职业
意义上的农民，整个村子实现了彻底的非农化; 店集村只

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农户完全依靠农业为生; 河东村大量青

壮年人口也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另一方面，村庄并未终
结，在珠岙村，村庄生活在非农化的基础上更加活跃繁荣;

在店集村，那些不再是农民的店集人背井离乡在城市工

作，却仍然在村庄安家，他们将在城市赚到的钱，源源不断

地投入到村庄的建设中; 在河东村，大量青壮年首选在城

市安家，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远离村庄，但是岁时节庆等

重大的仪式性生活，人情往来等最有意义的社会交往，他

们仍然选择在村庄进行，村庄仍然是他们走出来仍不忘并

保持重要联系的根。

传统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乡土社会，乡

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庄，农民在村庄劳作生活，组建家

庭、繁衍后代，形成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农业文明和村
落文明。对于广大中国农民来说，村庄是他们生计的所
在，是他们生活的家园，也是他们寄寓人生意义的最重要

的社会空间。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大规模
城乡人口流动，造成村庄的“空心化”，也造就了史无前例
的“非农化”的农民生活。但是，我们在三村看到乡土性
并未随着农业文明的衰退而消亡，而是展现出一种韧性。

这种乡土性的韧性体现为人们对家庭价值的重视，对人情

和关系的推崇。在仍然生活在村庄的农民那里，在已经进
城务工的农民工那里，甚至在已经转为市民的很多城市人

那里，都可以发现这种带有浓厚乡土性的心理结构和行为

方式。在当今中国正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背
景下，更需要充分认识乡土和乡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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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的现代化，一定是建立在自身传统之上的现代化。
乡土中国的转型，也一定是建立在乡土性基础之上的转

型。在城市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创新中心的今天，中国现
代化的征程最终能够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发

展，但能否安全顺利地完成这一征程，主要取决于我们是

否充分尊重乡土和乡土性的价值，是否能够在政策制定和

制度设计时充分考虑到乡土和乡土性所扮演的角色。如
同一辆驶入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引导和推动的是引擎，决

定了汽车开多块跑多远，影响安全行驶的则是底盘。城市
是中国现代化的引擎，乡土和乡土性则是构建中国现代化

“社会底盘”的核心要素。在快速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建
设好一个扎实稳定的“社会底盘”，甚至是比维持一个推
动发展的引擎更为重要的事情。
当然，关心村庄的未来，不只是关心农民的出路问题，

也不只是关心中国社会转型是否平稳顺利的问题，更重要

的是关心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村庄是否能够进入现代的

问题。社会学在西方产生的历史背景，就是随着工业化的
推进，城市这种迥异于村庄的社会形态全面取代村庄。
“共同体—社会”“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价值理性—工
具理性”，这些早期社会学家提出的著名的二分概念，从不
同角度、不同层次凸显了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区别。且不管
这些社会学家对这一社会变迁过程有什么立场上的差别，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基于西方村落终结的事实，认定村

庄这种社会形态没有可能走入现代。
历经 40 年的高速工业化和急剧的乡城流动，中国的

村庄仍然能够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存在，而不是走向终结，

这背后有非常复杂的文化、社会和制度原因，社会学应该
严肃地直面这些丰富鲜活的经验，而不是以建立在西方经

验之上的西方社会学命题作为前提预设。

①张玉林:《大清场: 中国的圈地运动及其与英国的比较》，《中

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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